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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有件值得庆幸的事，就是王重民先生曾经作过我的老师。而非常不幸

的是，王老师是在我们这个班结束他的执教生涯的。 

1974 年 10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开办了“古籍整理进修班”刚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才满

半年的我，被选送到这个班学习。作为一名学生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学习，一直是我整个中学

时代的梦想，能在参加工作以后实现这个愿望，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我们这个班的

班主任是郑如斯老师，专业课由王重民先生和一位北大图书馆资深馆员担任，当时王重民先

生已经是 71 岁高龄了。 

一件大衣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虽然刚到 10 月，大家都穿上了冬装。先生总是穿着一件一

看就知道穿了多年、但还是非常整洁的狐皮短大衣，即使在教室里，这件大衣轻易不脱。开

始我以为先生年纪大了，身体可能不太好，怕冷。但听到系里某些“革命同志”对他既不称

呼“先生”，也不称呼“老师”和“同志”，而是叫他“王教员”的时候，不禁觉得心里一阵

阵的发冷，这时才体会到先生周围浓浓的寒意。 

一个习惯 

先生的衣服口袋里，总是有几张卡片，一支铅笔。遇到想记下来的事，就马上掏出卡片

和铅笔，记录下来。我以前听魏隐儒先生说，当年在北京琉璃厂有个孙殿起老先生，他的衣

服兜里总有几张小纸片，一支铅笔头。他只要是遇到以前没有见过的书籍，就马上记在一张

卡片大小的小纸片上，以后他把这些小纸片集中起来，就成了一部《贩书偶记》。而在北京

大学、在国家最高学府里，在著名教授的身上，我亲眼见到了这种良好的治学习惯。我曾经

问过先生，为什么把东西记在纸片上而不是记在笔记本上。先生告诉我，记在纸上非常方便。

因为同一条记录，可能要用在几个不同的题目下面。记在纸上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随便组合，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记在笔记本上就不一样了，一般人都舍不得把本拆开成散叶，就是舍

得，因为两面写字也不好用，远不如纸片方便。我曾经见过先生积攒的卡片，摞起来比人还

高。想必先生当年撰写的那些宏篇巨著，都是这些卡片积累起来的。先生的习惯也影响了我，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也马上记在卡片上备查。20 多年来，深感到这种资料积累的方法方便

和实用。 

 



一堂课 

先生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刚进学校，我对图书馆业务工作都不了解，对古籍的分类和

编目工作更是一窍不通，是基础最差一个。所以，我的问题总是比别人的多。而在上课的时

候，先生对我也非常的注意，每次上完课，总要问我听懂没有。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国书馆

学专家，但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先生讲的一次目录学史的课，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是我

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课。 

那次讲课，讲的是目录史。像其他老师一样，先生把讲课的重点用板书写在黑板上。但

这些板书的位置和其他老师大不一样。没有我们常见的大一、二、三；小 1、2、3，也没有

反复的擦了写，写了擦，而是东写一点，西写一点。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字从上课开始一直到

下课，没有擦、改一个字，只是快下课总结课上讲的内容的时候，按照分类的差异将黑板上

的内容分别用线条连在一起，这时我才感到先生高超的授课艺术。整堂课先生没有一句多余

的话，整个黑板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黑板上每一个字的位置似乎都是精心安排的，经过连

线，所有授课内容都分门别类的清楚的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即使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古籍

的我，这时心里也非常清楚课上讲的所有内容。 

一种书 

在那段时间里，直接进行古籍研究是不行的。研究古籍要有一个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名

目才行。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法家”、编制有关“法家”书目。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个

单位派人给我们送来一种名为《荀子》的书，叫我们给鉴定一下版本。 

这种书中没有记载任何书籍的出版信息，同学们都拿不准书籍出版的年代。书在同学们

的手中转了一圈，最后交到先生手中。从先生的眼神中，大家都看得出先生已经判断出书籍

的版本，但先生却没有明说，只是说还要仔细的看一看再说。 

当天下午，我们有事去先生家，看到先生家的地板上摆满了各种版本的《荀子》，先生

跪在地板上，正拿着我们交给他的那种《荀子》，一种书、一种书的在比对。一边比对，一

边做着记录。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工作，才告诉我们这种《荀子》的版本情况。 

事后有同学问先生，判断这种书的版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事。先生语重心长的说，判

断一种书的版本时代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弄清楚这种书的版本系统，如果再把流传的情况搞

清楚，才算是完成对这种书的认识。先生的话虽然不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能告诉

我们这些，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一句话 

我曾经问过先生，什么是版本学。先生没有用课本上版本学的定义回答我，而是简单的

说，版本学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比对之学”。关于这句话，先生解释说，版本



这东西，只要你见的多了，自然就记住了。就像张三、李四，只要你经常见到他们，就记住

了他们的容貌。时间长了，即使他换了衣服装束，你一样能够认出他们。遇到有的书以前没

有见过，并不新鲜。中国的人这么多，你不可能都认识。中国的古书这么多，你也不可能都

见过。没见过不要紧，只要拿来和其他本子比对一下，看看它们之间哪些方面一样，哪些方

面不一样，版本情况就清楚了，你也就记住了。 

这句话说的是先生的经验，同时，这句话也道出了版本学的精髓。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

象，20 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这句话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是

版本学，我就会告诉他，版本学简单的很，就是“比对之学”。 

一张工作证 

先生外表儒雅，待人宽厚，特别喜欢小孩，对同事的小孩照顾有加。没有想到的是，先

生宽厚待人的结果，却招来了非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很快就被当成“腐蚀拉拢革命

干部”的典型，很快，先生就成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施暴的对象。 

1975 年 4 月中旬，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全班到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习。几天以后，我们

才知道，先生已经在 4 月 15 日就离开了我们。临走的时候，他随身只带了一张证明自己身

份的工作证。 

先生走了，走得是那么突然，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伤。 

我们当时非常不解：“文化革命”已经 10 年了，加上以前的历次“运动”，先生也算是

经历过不少，都能坚持下来，为什么这一次就没有熬过去呢？ 

事后再想，以前先生所受的“冲击”，大多是在政治和学术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大可以蔑视这些，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泰然处之。而这一次，在“四人帮”极其爪牙灭亡前

垂死挣扎之际，疯狂践踏先生的尊严，侮辱先生的人格。“士可杀不可侮”，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一介文弱书生，先生除了以死抗争，以自己无言的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外，还能做

什么呢？ 

我们为先生不平。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但却没

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当时的政治环境好一点的话，先生肯定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但在当

时，这无疑是一种奢望。 

我们为先生惋惜。先生走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就彻底覆灭，被押上

历史的审判台。我们在欢喜之余，不禁万分的惋惜：先生若能看到这一天，肯定会非常的欣

慰。如果能够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先生肯定……。 

今年是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先生。先生，你知道你

还在我们的身边、你听见我们的呼唤吗？先生！  


